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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177家山东上市公司为例,采用fsQCA方法,运用TOE拓展框架,探讨了数字化程度、研发投入、

组织适应能力、资源配置新颖性、政府补助以及市场竞争等前因条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组态影响效应。研究表

明,企业高效率创新依赖多维因素的协同,并识别出三条能够实现高效率创新的典型路径:数字引擎-政策润

滑驱动型,政策温室-组织敏捷响应型,技术引擎-新颖配置-政策助推型。企业低效率创新也呈现三种典型

组态:孤岛创新型,盲目研发型,高压无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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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在我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
速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创新在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凸显,政府、企业对于创新活动

愈加关注,创新效率问题必然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企业创新效率的高低会受到企业内外生产力、
制度、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为了激发企业更好、更快地创新,各级、各地政府纷纷出台规划、政
策。《山东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坚持深化改

革激发创新活力”。《山东省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科技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实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推动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旨在通过政策引导,推
动企业从规模效益向创新效益转型[1-4]。本研究即聚焦于山东企业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

下如何实现高效率创新问题。
新质生产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其核心内涵可以从技术革新、资源配

置、价值创造与范式跃迁四大维度进行系统解构:第一,技术革新维度主要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颠覆性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深度重塑传统生产体系。新质生产力的“质态跃升”表现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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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料、劳动者素质以及劳动对象三要素的全方位提升。例如数字技术对生产流程的渗透重塑了

劳动资料的技术属性,技术迭代强度的加大推动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数据要素与传统资源的新

颖融合则拓展劳动对象的配置边界。第二,资源配置维度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边界和方式的创新

带来精准性的提升。例如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利用数据-资本组合创新、跨边界资源整合来重

构价值创造模式,并借由组织适应性变革来响应技术迭代与市场动态。第三,价值创造维度主要

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实现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链向高端

延伸,并催生出新的业态。第四,范式跃迁维度主要表现为“技术-组织-制度”协同创新生态的

构建,推动生产力从线性增长向指数级突破转变[5-8]。
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大作用路径。其一,技术赋

能路径,揭示新质生产力推动了技术创新的高速发展,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和资源。尤

其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研发出高质量的创新

产品,并迅速占领市场,从而显著提高了创新效率。其二,资源优化配置路径,即企业借助数据要

素驱动资源向高附加值领域流动,实现帕累托改进。其三,制度协同路径,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共

同营造创新生态,激励企业创新行为。例如,产业政策通过引导资源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为企业创新赢得了外部支持和资源保障;市场机制则通过竞争和激励双向推动企业不断优

化创新策略,提升创新效率。总的来看,目前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创新和政府支持等因素对企业

创新效率的独立影响效应及机制已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9-13]。然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

景下,企业创新效率已经成为生产力升级与组织变革的系统性协同问题,特别是在山东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的特殊语境下[14],揭示上述多种因素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交互组合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技

术(如数字化程度)、组织(如资源配置创新)、环境(如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组合推动,实现“传
统产业新质化”与“新质产业规模化”的双重突破,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将创新效率置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多维因素协同视角,拓展应用技术-组

织-环境(TOE)架构,探索数字化程度、研发投入、资源配置创新、组织适应能力、政府支持和市场

竞争多元要素彼此联动、协同发力,能够达成创新效率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组合路径。研究以

山东省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手段,揭示这些要素在助力企业创新效

率进阶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组态影响。

  一、研究模型构建

  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早期广泛应用于解释企业在不同技术采纳阶段的行为模式,随
着研究的拓展,已逐步发展为分析企业整体行为的重要工具,尤其适用于研究企业在技术整合与

战略执行过程中的动态因素[15],其应用优势在于能够揭示技术特性、组织能力与环境情境的交互

作用机制。本研究将其拓展应用于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企业创新效率问题,主要基于两个角度的

理论适配性。第一,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性变革逻辑与TOE框架的整合性相契合。新质生产力本

质是技术革命驱动的系统性生产力跃迁,其演进过程中技术范式革新、生产关系变革与制度环境

协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TOE框架的技术、组织、环境三维度,恰好对应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革

新属性、资源配置优化要求及制度与市场协同需求[16],能为解析“技术赋能-组织响应-环境驱

动”的多要素组态提供了逻辑载体。第二,影响创新效率的条件组态效应特征与TOE框架的多维

互动视角的适配。创新效率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呈现非线性协同特征,传统单因素净效应分析难

以捕捉这种复杂机制,而TOE框架的多维互动视角能够予以揭示。因此,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四维

度特质,从技术应用到生产方式变革的逻辑链条,提出TOE框架在技术、组织和环境方面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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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1.技术因素。第一,数字化程度。数字化是新质生产力质态跃升在技术维度的具象化表达,也
是提升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和流程优化,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市场

变化,推动创新成果的快速产出和市场转化[17]。尤其是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数字化

程度越高,越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变化,提升组织韧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创新效率。第二,研发投

入。投入是创新的基础,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跃迁的技术势能,高研发投入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充

足的资源支持和动力,使企业能够将更多资源集中到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领域,提高创新的自

由度,从而提升创新效率[18]。

2.组织因素。第一,资源配置新颖性。通过创新资源配置,企业能够有效整合不同领域的资

源,提升技术研发的效率和创新水平[19]。资源配置的新颖性是组织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也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组织实践表现,它涉及企业如何创造性地整合和利用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外部

环境的变化。这种新颖性促使企业摒弃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转而采取更为灵活和创新的方法来

支撑企业的发展。第二,组织适应能力。组织适应能力是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和不确定性时,能
够快速调整内部资源和策略,以保持竞争力和稳定运营的能力,也是新质生产力要求组织系统实

现创新响应的内在要求,具体表现为企业能否依据外部环境的持续动态变迁,灵活且精准地对自

身组织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对管理制度予以革新完善,进而达成与外部多变环境的适配[20]。

3.环境因素。第一,政府补助。企业经营面临着激烈的资源角逐,需要竭力争取各类有限资源

以保障自身持续运转。政府补助作为一项关键外力,能帮助企业维系正常运营[21]。政府补助还通

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的研发能动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企业

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环境因素。第二,市场竞争。面对激烈的竞争,企业必须培育出强劲的态势

感知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21]。市场竞争的压力可以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

力,促使企业将更多优质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中,从而提升创新效率。
基于TOE框架构建起的企业创新效率前因组态模型,如下页图1所示。这一框架的逻辑思

路是:新质生产力以技术赋能解决创新“能不能”的问题,以组织变革解决创新“会不会”的问题,制
度环境解决创新“愿不愿”的问题,三者协同耦合推进创新效率提升。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测量

  (一)研究方法

研究从整体论和集合论的视角,采用fsQCA方法探索企业创新效率的前因组态,主要基于以

下几点考虑:第一,fsQCA方法能够有效处理变量间复杂的因果关系,尤其适用于分析因素之间存

在相互关联性而非独立性的情境,这与企业创新效率研究中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第二,fsQCA方

法能够识别和分析不同前因变量组合所构成的多重路径,在探索多重并发因果机制方面具有明显

的优势[22],能够揭示导致高效率创新出现的多种前因组态路径。
(二)数据获取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以2023年山东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做以下处理:剔除ST及*ST类的

样本企业;剔除信息缺失和主营业务利润为负的样本企业;剔除未进行数字化的企业,即“数字化

程度”指数为0的企业。综合考量样本企业所属行业的分布情形,以及数据的可用性,最终筛选出

177个样本纳入研究。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万得(WIND)数据库以及上海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主板上市企业信息[23]。

1.变量测量。结果变量:创新效率。创新效率是指以创新投入与产出比例衡量的企业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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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创新效率的前因组态模型

转化效率,其高低受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及风险的影响,与企业创新涉及的组织创新、管
理创新等维度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24]。借鉴权小峰和尹洪英(2017)[25]、孔东民等(2017)[26],考
虑3种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对企业的贡献比重不同,赋予3∶2∶1的权重分

配,用3种专利加权总数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专利申请数(patent)。用每单位研发投入的专利申

请数作为创新效率的综合指标[27]。计算公式为:创新效率=patent/(1+研发支出)。
条件变量:数字化程度,本文参考甄红线等(2023)的研究[28],选取CSMAR数据库中国上市公

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来衡量企业数字化程度。研发投入,采用CS-
MAR数据库中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资源配置新颖性,参考田莉和张劼浩

(2022)[29]、张蔼容和胡珑瑛(2023)的研究[19],选择企业战略资源配置的四个维度指标(广告投入

比率、研发投入比率、设备新颖性和资本投入强度)偏离行业平均水平作为资源配置新颖程度的测

量方式,衡量企业资源配置模式与行业常规的相对偏离程度,体现战略资源配置的异质性。组织

适应能力,参考杨林等(2020)、张继德等(2024)的研究[20,30],选取样本公司年度资本支出、广告支

出的变异系数作为关键指标,反映企业对短期可调整资源的动态配置灵活性。鉴于原始变异系数

值的增减方向与组织适应能力的强弱变化方向相反,为确保二者呈现正向关联,本研究对变异系

数取负值进行处理。调整后的变异系数值越大,恰恰表明企业的组织适应能力越强。政府补助,
参考陈晓珊(2021)的测量方法[31],将政府补助金额取自然对数作为政府补助的衡量指标。市场竞

争,参考荆浩等学者(2023)的测度方法[23],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压力普遍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

指数(HHI),选择该指数作为市场竞争的代理变量,此指数能有效地评估企业在所属行业中的竞

争压力。

2.变量校准。鉴于样本企业数据呈现出的特定分布特性,本文采用Ragin的直接校准法[32],
在缺少直接的理论和外部标准作为划分依据的情况下,采用一般的做法,选取95%、50%和5%分

位数作为锚点进行校准[23]。运用fsQCA3.0软件中的Calibrate(x,n1,n2,n3)函数将变量转换为

模糊集隶属分数,同时为避免交叉点精确值(0.5)导致的案例二分歧义,参考杜运周等(2022)、Fiss
(2011)的连续集处理方法[33-34],将校准后隶属度0.5替换为0.499,并在后续稳健性检验中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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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进行敏感性测试,确保模糊集转换的连续性。各变量校准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条件与结果变量校准

条件与结果变量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创新效率 0.328 0.202 0.082

数字化程度 136.800 7.000 1.000

研发投入 15.940 4.550 0.912

资源配置新颖性 3.199 -0.058 -2.574

组织适应能力 0.000 -0.257 -0.810

政府补助 19.012 16.184 13.938

市场竞争 0.181 0.042 0.017

  三、结果分析

  (一)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需要检验单个前因条件是否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参考学者Schneider
(2019)的研究[35],当某一前因条件与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指标超过0.9,并且同时具备一定的覆盖度

时,该条件才可被视作结果出现的必要前提[23]。结果显示,所有单一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必要

性检验一致性均低于0.9(见表2)。因此,可以推断,创新效率的提升无法仅由单一因素独立决定,
需要进一步探索前因条件的组态效应。

表2 单个前因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

前因变量
高创新效率

一致性 覆盖率

非高创新效率

一致性 覆盖率

数字化程度 0.595 0.737 0.545 0.654

~数字化程度 0.721 0.621 0.781 0.651

研发投入 0.622 0.692 0.647 0.697

~研发投入 0.727 0.681 0.714 0.647

资源配置新颖性 0.640 0.676 0.670 0.684

~资源配置新颖性 0.701 0.687 0.683 0.648

组织适应能力 0.696 0.643 0.682 0.610

~组织适应能力 0.578 0.653 0.601 0.657

政府补助 0.750 0.774 0.584 0.583

~政府补助 0.596 0.597 0.773 0.750

市场竞争 0.557 0.637 0.605 0.670

~市场竞争 0.711 0.651 0.672 0.595

  注:~表示逻辑运算符号“非”,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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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态分析结果

考虑到导致企业高/非高创新效率的是多重并发因素,根据Ragin(2008)的组态分析原则[32],
案例频数阈值需平衡案例代表性与组态多样性。本文参考Schneider(2019)对大样本研究的建议,
结合杜运周和贾良(2017)、曹钰华(2023)的具体研究[33,36],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2,将原始一致

性阈值设定为0.75,PRI阈值设定为0.7,并通过检验确保结果的可靠性。将前因变量均设置为

“PresentorAbsent”,形成真值表。而后遵循“中间解为主、简约解为辅”的原则进行对照嵌套,大
实心圆点●表示核心条件,U表示该条件不出现,空白表示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详细结果如表

3所示。

表3 样本企业组态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高创新效率 非高创新效率

Y1 Y2 Y3 NY1 NY2 NY3

数字化程度 ● U ● U U U

研发投入 U ● ● U

资源配置新颖性 U U ● ● ● U

组织适应能力 ● U U U

政府补助 ● ● ● U U U

市场竞争 U U U U U ●

原始覆盖度 0.293 0.346 0.202 0.283 0.315 0.252

唯一覆盖度 0.038 0.109 0.030 0.025 0.079 0.089

一致性 0.911 0.913 0.949 0.909 0.918 0.937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09 0.898

总体解的覆盖度 0.441 0.450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U表示核心条件缺失,空白表示前因条件可有可无。

  1.高创新效率组态。实现高创新效率的单个组态一致性均大于0.8,符合fsQCA的分析标准。
为了清晰地展现各组态的特异性,考虑技术、组织以及环境因素的呈现情况,并结合对应典型案例

对各组态进行命名并分析如下。
数字引擎-政策润滑驱动型(Y1,TD-EP)。该路径以数字化应用与政策支持为双核心,企业

通过成熟技术的规模化落地和政策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创新效率提升,研发投入与资源配置维持

常规水平。其逻辑源于技术扩散理论与政策赋能效应:数字化作为通用技术(如企业资源计划系

统、数字营销平台)可快速转化为运营效率提升,尤其在竞争温和的政策庇护环境中(如公用事业

领域),企业无需高强度研发或突破性资源重组,仅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升级即可享受技术红利,
而持续的政府补助进一步降低了技术应用的试错成本,形成“数字提效-政策润滑”的低风险创新

路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成熟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效率提升。
以赛轮轮胎和海尔智家为例,前者构建“橡链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数字化聚焦于生产端效

率优化,通过智能传感器和大数据分析降低能耗、提升产能,并依托国家级智能制造补贴(如2022
年获补助超1.2亿元)完成设备升级,研发集中于现有轮胎产品迭代,在行业头部集中化的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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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巩固优势;后者打造COSMOPlat平台实现智能家居定制化生产,借助绿色家电补贴和平台

建设资金(2020—2023年累计获补助超5亿元)优化用户体验,研发侧重应用层创新(如智能家电

技术),通过高端品牌与全球化布局规避市场风险。两家企业均以政策资金撬动数字化基建,将技

术扩散转化为运营效能,本质是在政策庇护与低竞争环境中实现“成熟技术商业化+政策成本分

摊”的低风险创新,其共性在于依托政策润滑降低数字化应用门槛,通过场景化技术落地提升效

率,但需警惕技术路径依赖与政策退坡风险。
政策温室-组织敏捷响应型(Y2,OA-EP)。该路径以组织适应能力与政策支持为核心驱动

力,企业通过敏捷的资源调整和政策红利捕捉实现创新效率,技术投入与资源配置维持基础水平,
体现动态能力理论中“组织柔性替代技术积累”的内核:当企业技术基础薄弱(数字化应用有限)且
资源配置趋于传统时,敏捷的组织能力(如快速调整产品线、动态响应政策导向)成为获取创新效

率的关键。政策“温室”提供的稳定资源(如持续财政补贴)与低竞争环境,使企业能够通过组织层

面的灵活调整(如围绕政策项目重组团队、快速切换业务方向)高效捕捉环境红利,典型如环保企

业随政策补贴方向调整技术路线。在此路径中,企业秉持“效率优先于技术突破”的生存策略,而
组织敏捷性作为一种“二阶能力”,成为弥补技术短板的核心竞争力。

以新华制药和华熙生物为例,前者作为传统药企,在医保政策动态调整(如带量采购、医保目

录更新)与医药监管政策变化中,展现出极强的组织柔性:通过快速重组研发团队转向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项目,调整生产线以匹配集采品种需求,并利用政府生物医药产业补贴(如2022年获补助

超8000万元)弥补研发投入不足(近三年研发强度约2.1%,低于行业均值3.5%),在低竞争的细分

市场(如麻醉药品领域)通过政策导向的精准布局维持增长。后者华熙生物则在医美行业监管政

策(如玻尿酸原料标准升级、医美器械分类管理)和消费补贴政策(如“国潮”美妆扶持)下,敏捷调

整业务结构:从单一玻尿酸原料供应转向终端医美产品与功能性护肤品双线发展,依托政府对“专
精特新”企业的资金支持(2021—2023年累计补助超1.5亿元)快速搭建营销渠道,研发聚焦应用

配方改良(如玻尿酸复配技术)而非底层生物科技突破(核心原料技术依赖原有积累)。两家企业

均通过组织层面的快速响应(如新华制药的产线切换、华熙生物的市场转向)高效利用政策资源,
在技术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以“政策温室”中的组织敏捷性替代技术积累,其风险在于对政策环境

的高度依赖和技术护城河的薄弱性。
技术引擎-新颖配置-政策助推型(Y3,T-OC-EP)。该路径以技术激进投入与政策风险共担

为核心,企业通过高强度研发和突破性资源配置实现技术突破,同时依赖政策缓冲组织惯性带来

的创新阻力。呈现出TOE框架下技术激进性与组织惯性的非对称协同:高强度的数字化投入与

研发攻坚形成技术创新的“双引擎”(如半导体企业的先进制程研发与工业互联网应用),突破性的

资源配置策略(如超行业均值的研发投入、跨界资源整合)作为“燃料”驱动技术突破,但组织架构

的惯性(如科层制结构对创新的抑制)导致技术与组织的“齿轮摩擦”。此时,政府补助从单纯的资

源供给转向风险共担,通过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等形式缓冲组织僵化带来的创新阻力(如覆盖激进

配置的试错成本),而竞争温和的市场环境则为技术成果的商业化提供了“安全试验场”。该路径

存在着技术领先与组织滞后的矛盾张力,政策环境成为维系二者平衡的关键变量,体现了技术密

集型企业“以政策助推弥补组织惰性”的特殊逻辑。
以海尔生物和浪潮信息为例,前者聚焦生物医疗低温存储领域,展现“技术双高+跨界整合”

特征:研发强度连续三年超15%(2022年达18.7%),投入超5亿元用于超低温制冷技术研发(如-
86℃冰箱核心压缩机自主化),并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产线智能化(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
资源配置上打破行业边界,将低温存储技术从生物样本拓展至疫苗运输、细胞治疗全场景,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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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药企共建“生物安全生态”。但作为海尔集团旗下科技型企业,其组织架构仍带有传统制造业

的科层制烙印,市场需求响应周期较长,需依赖政府“新基建”补助(2022年获生物医药专项补贴1.
2亿元)支撑研发试错———资金主要用于氢能冷链等前沿技术探索(失败率超50%),缓解组织决

策缓慢对创新的抑制。浪潮信息则在AI服务器领域演绎“技术引擎-政策托底”逻辑:其年均研

发投入超90亿元,攻坚液冷技术与AI算力,自研智能网卡并布局边缘计算芯片,受限于大型企业

组织惯性,借助“东数西算”8亿元补助加速边缘节点改造,缩短技术商业化周期。两家企业均以政

策资金为“创新缓冲器”,在技术领先(如超低温制冷、算力革命)与组织滞后(决策慢、生态协同弱)
间借力政策实现高风险跃迁,核心挑战在于将政策资源转化为组织敏捷性。

2.非高创新效率组态。对非高创新效率的组态分析,主要识别出三个前因组合:孤岛创新型

(NY1)、盲目研发型(NY2)和高压无助型(NY3)。孤岛创新型表现为资源配置的新颖性尝试缺乏

数字化能力支撑,且组织僵化、政策与市场压力不足,导致创新如“孤岛”般难以协同落地,典型的

如传统企业盲目跨界但缺乏技术底座的场景。盲目研发型(低数字化、高研发、高新颖性)凸显研

发投入与资源配置的激进性脱离数字化应用场景,形成 “为创新而创新”的资源错配,常见于中小

企业在技术积累不足时跟风投入前沿领域却难以转化的困境。高压无助型则因技术、组织、环境

要素全面滞后,在高竞争压力下陷入“能力真空”,生存压力显著却无创新动能,典型的如完全市场

化竞争中缺乏转型资源的企业。三者共同揭示了技术、组织、环境要素失衡对创新效率的抑制。
(三)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多维度调整参数开展稳健性检验,确保组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具体参考借鉴李

涛和常晓艺(2024)的研究[21]。第一,将模糊集校准的交叉点数据(一致性临界值)由0.5调整为

0.501,避免因二分法临界值的精确截断影响集合隶属度计算。第二,一致性阈值从0.75提高至0.
8,严格筛选核心组态的必要条件,排除低一致性个案干扰;第三将PRI(比例缩减不一致性)阈值从

0.7适度降低至0.65,在保留关键组态逻辑的同时,允许轻微不一致性以覆盖更多边缘案例。经上

述调整后,各前因条件的核心组态(Y1-Y3高效路径与NY1-NY3低效路径)的构成要素、逻辑关系

及数量分布均未发生本质变化,表明研究结论对参数波动具有较强耐受力,组态分析结果稳定可

靠,有效验证了上述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企业创新效率路径的主要发现。

  四、研究结论、贡献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山东省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在发展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推动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多个组态路径,揭示了数字化程度、研发投入、资源配

置新颖性、组织适应能力、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等因素的交互协同作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政府支持的关键性。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在3个高创新效率组态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

但其具体作用路径呈现差异化。在资源配置新颖性和组织适应能力较低的组态中(如Y1、Y2),政
府补助通过降低创新风险(如数字化设备补贴、政策项目扶持)直接提升创新效率。而在技术激进

投入的组态中(Y3),政府补助升级为“风险共担”角色,通过覆盖激进创新的试错成本,破解“技术

领先-组织僵化”的矛盾。基于此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方面,政府应继续优化政策支持,
构建“场景化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境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定向扶持,助其突破资源和技术瓶

颈;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山东企业在创新方面对政府和政策的高度依赖性,可能会导致内生创新

活力和战略主动性的缺失。企业应强化将补助资金转化为内生能力建设(如技术储备、组织敏捷

性提升)的意识和行动,以减少对外部支持的长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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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数字化策略行动的差异化协同。数字化在创新效率提升路径中兼具“基础赋能”与“引
擎驱动”双重属性。部分企业(如Y1)依托数字化基础设施提升运营效率,形成“存量利用”逻辑。
另一部分企业(如Y3)则将数字化与高强度研发结合,形成“技术共振”的“增量创新”路径。数字

化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可以通过多种机制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对此,效率导向型企

业应聚焦“数字化场景深耕”,避免盲目投入;创新导向型企业需构建“数字化-研发双引擎”,推动

技术开发与场景验证的快速迭代,确保数字化战略与政策、市场形成协同合力。
第三,竞争形势的借势转化。低竞争环境为企业提供创新试错空间(如政策温室中的组织调

整、技术成果的安全转化),但可能滋生组织惰性;高竞争环境(如NY3“高压无助型”)则暴露企业

技术、组织、资源的全面滞后,而高效率创新企业(如Y3)通过“政策助推+新颖配置”将竞争压力

转化为突破动力。对此,低竞争领域企业需建立“竞争预警机制”,主动提升内生创新能力;高竞争

领域企业可借鉴“技术激进-政策托底”模式,通过政府补助弥补资源缺口,同时优化资源配置新

颖性,增强市场竞争力。
第四,多维驱动力量整合的必要性。研究表明,单一因素往往难以独立推动企业创新效率的

提升,而是需要发挥多维战略行动的协同作用。企业在实践中应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市场环

境,选择适合的战略组合,灵活调整发展方向和路径,特别是要注重企业数字化、研发投入、组织能

力、政府支持等多个因素的有效结合,高效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研究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企业创新环境的系统性变革为切入点,将传统TOE框

架下的具体要素进行了创新和拓展,应用于揭示山东企业的创新效率问题。研究丰富和发展了

TOE框架的应用以及创新效率前因两个方面研究。
其二,研究识别出新质生产力视阈下企业能够实现高效率创新的3个前因组态,以及相对的

非高创新效率的3个组态,并对每个组态所对应的典型代表企业的实践表现进行了解析,为企业

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效率创新提供了更加真实、直观的实践激励及指引。多前因组合协同

效应的研究结果是对当前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成果的有益补充。
(三)不足与展望

研究在TOE框架下,虽然考虑了数字化程度、研发投入、资源配置新颖性、组织适应能力、政
府补助和市场竞争等诸多因素,但仍有其他潜在因素未能纳入分析。例如,企业文化、人才结构等

软性因素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尚未充分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变量体系,全面揭示影响

企业创新效率的多维因素和路径。另外,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扩展样本范围,进行跨区域与行业的

比较研究。通过涵盖更多地区和行业企业,研究不同市场环境和产业背景下的创新效率提升问

题,也可以考虑从动态的视角研究企业创新效率的演变过程,分析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状态和情

境中实现高效创新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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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AntecedentConfigurationsofEnterprises'High-Efficiency
InnovationDrivenbyNew-QualityProductivity:ACaseStudy

of177ListedCompaniesinShandong

LIWenlian,WUYuyang

(QingdaoUniversityofTechnology,Qingdao266400,China)

Abstract:Taking177listedcompaniesinShandongProvinceasanexample,thisstudyemploys

thefsQCA methodandanextendedTOEframeworktoexploretheconfigurationaleffectsof

antecedentconditionssuchasdigitalizationlevel,R&Dinvestment,organizationaladaptability,

resourceallocation novelty,governmentsubsidies,and marketcompetitio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efficiency.Theresearchshowsthathigh-efficiencyinnovationreliesonthesynergyof

multiplefactors,andidentifiesthreetypicalpathstoachievehighinnovationefficiency:digital

engine-policylubrication-driven,policygreenhouse-organizationalagileresponse,andtechnology
engine-novelconfiguration-policy boosting.Threetypicalconfigurationsalsoleadtolow-

efficiencyinnovation:isolatedinnovation,blindR&D,andhigh-pressurewithoutsupport.

Keywords:corporateinnovationefficiency;digitaleconomy;fsQCA;precisepolicysupport;

technologicalinnovation;marketinnovation;organizational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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